
“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
①

———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姚 俊

摘要：本文通过对长三角五地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实证研究发现：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

虽然在留城发展选择上相差无几，但在城市面向的非农发展取向选择上要显著提高；这一结果反映

的是经济社会变迁结果在两代农民工两个层面上的不同表现，事实证明新生代并非是优于老一代

的“精英一代”，对于新生代来说关键在于要将其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的“新”特征积极引导到自身

“新”能力的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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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代际视角的引入是近年来农民工研究出现的新动向，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明确

提出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内容涉及到群体特征、城市适应与融入、身份认同、利益诉求与权益维护

等诸多方面。但所有研究似乎都持有这一观点，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各方面有

着明显的差异。除此之外，大多研究都认为由于生活经历的缘故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对城市的天然

亲近感和对乡村的排斥，市民化或城市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本出路。这两种预设的结果是，新

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代际特征的影响以及其向城市流动的发展取向被夸大了，我们认为就这两个

问题，目前下定论为时过早，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数据来进行分析。特别是在未来发展取向上，对于

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绝不仅仅是留城意愿所能决定的，而是受到个人因素、制度因素等一系列因素的

综合影响。在这一点上，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环境和困境是一样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新

生代还遇到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比如他们不仅面临融入城市的困难，同样还面临返乡生活

的适应性问题（何绍辉，２００８：９）。事实上，农民工（也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取向，不仅局
限于城市融入这一出路，还应包括返乡非农发展和返乡务农两种选择。本研究即是要通过实证数

据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三种发展取向间的分布情况，分析其选择不同发展取向的影响因素，以

此来回应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融入城市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王春光，２０１０：７３－５；刘传江、
程建林，２００８：４９）。同时，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发展取向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比较来分析新生
代农民工的年龄和代际特征的影响是否真的有那么显著，并基于此来回答本文提出的重要理论问

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包括未来发展取向在内诸多方面的显著特征，可能只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在其

身上的集中投射，但这种影响是有层次性的，并且在不同代际农民工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层次。

二、文献回顾

有关农民工发展取向的研究，集中在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回流行动上，实证数据表明，农民工

定居城市的发展取向总体不强烈（黄乾，２００８：２１；吴兴陆，２００５：５）；就具体研究而言，由于样本和分
析框架的差异不同研究在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但也存在很大的共性：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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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的影响不显著（黄乾，２００８：２１；熊波、石人炳，
２００７：５２；姚俊，２００９：９６）。与留城意愿只是近来才出现不同，回流作为一种体制性现象伴随着农民
工流动的始终。诸多调查都发现四十岁左右的农民工具有很强的回流意愿，并且事实上成为回流

农民工的主体（周大鸣、姬广绪，２０１０：７５；白南生、何宇鹏，２００２：６７）。对于农民工回流原因的分析，
存在着多种分析模式：制度和环境背景下的理性选择是一种普遍的分析路径，其理论代表是回流的

“推－拉”模型，实证数据表明除了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之外，对乡村的
总体评价以及城市吸引力显著与回流成正负相关（罗静、李伯华，２００８：３３）。走向微观的实践分析
是另一种路径，从农民工主位研究出发可以看到，“回流”是农民工依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而进行的主

体性选择，这种选择更符合农民工自身的需求（周大鸣、姬广绪，２０１０：７８）；从生命历程理论中个体
与社会的结合点来判断，“回流”只不过是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不断对自己进行定位的结

果，所不同的是由于历史事件在生命周期中发生的时间点相异，不同代际农民工在返乡历程中的调

整速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返乡的过程需要花去更长的时间（袁松等，

２００９：１０－１１）。
以上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包括新生代在内的农民工发展取向的研究停留在

“是否留城”和“是否回流”上，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
的研究过于关注城市面向而忽略了回流的视角，即使在回流内部也存在返乡务农与返乡非农发展

两种发展取向，因此农民工的发展取向并不是“留城”和“回流”的二元选择，而是空间和职业双向重

叠的三种路径。二是已有研究虽然发现年龄对农民工的留城和回流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但分析内

容要么是针对全体农民工进行的，要么是单独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缺少对农民工发展取向进

行代际间的比较分析。三是定量研究当中由于分析框架不同，针对同样的问题通常得出差异很大

甚至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作为因变量的发展取向的三项选择以及进行两代农民工间的代际比较

要求我们建立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针对这些局限性，本研究提出从农民工主位视角出发，分析两

代农民工在发展取向上的差异，并比较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影响因素的异同。

三、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指标测量与方法

１．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王春光在２００１年提出，他从年代与年龄特征、教育特征、务

农经历和外出动机的变化四个方面的群体性特征来甄别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２００１：６６－７）。后
续研究大多延续这一分析模式来界定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义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特征有所不

同，但无一例外都将年龄和代际作为最重要和直接的定义标准。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

农民工在人口学特征上（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社会保障等）的显著差异也是对其进行界定

的重要标准，但不同样本获得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差异存在着一定争议。因此，我们认为新

生代农民工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年龄上都在２５岁以下，从代际上看都属于“８０后”和“９０后”一
代；二是由年龄和代际在他们身上形成的鲜明代际特征，这些代际特征是他们成长环境的时代烙

印，主要体现在观念和行为导向上，包括他们更加能够适应外出打工生活、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将

打工看作是一种发展的手段、对家乡的认同更加淡漠等等，诸如此类的变化核心反映的是新生代农

民工生活逻辑从“生存”到“发展”的转变。在实际操作中，本研究将２５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定义为新
生代农民工。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５２．３％，这与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调查研
究的结果（王兴周，２００８：５２）相接近，说明这一操作化方法是合适的。
２．指标测量

（１）因变量。发展取向，是指农民工对以后就业领域和生活空间的预期。在问卷中，我们通过
问题“您今后的打算？”来获取农民工发展取向的信息。根据农业和非农就业和城乡生活空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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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列联表，最终将发展取向分为三种：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发展和留城发展。其中留城发展包括“买

房定居”和“不买房也要待在城里”两类。

（２）自变量。已有关于农民工留城和回流的研究往往强调农民工行动的结构约束性，而忽略
了其行动的自主性，本研究主要从农民工主位出发选择自变量，同时考虑到代际比较的需要，最终

将自变量分成四类因素：一是个人属性，包括性别、文化程度、收入和户籍现状，其中户籍现状是制

度性制约因素。二是外出动机，通过“是否属于生存型外出”和“是否属于发展型外出”进行测量。

三是社会保障，考虑到养老保险缴费的持续性和对未来生活稳定预期的重要性，选择养老保险作为

影响农民工发展取向的社会保障因素，通过“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新农保”两种不

同城乡面向的养老保险进行测量。四是工作状况，其中：外出务工时间是最关键的指标，能够反映

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程度以及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水平；务工单位性质一定程度上包

含着工作方式、权益保障等制度性信息；通过“换单位次数”和“换城市次数”来测量工作流动性，一

定程度上在固定城市的稳定就业有利于增强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取向。

另外，关于农民工留城和回流的定量分析都将家庭结构因素作为一类重要的影响因素，实证结

果发现配偶和子女是否伴随流动对农民工的留城或回流决策影响显著（王春兰、丁金宏，２００７：７２；
罗静、李伯华，２００８：３３），家庭因素成为农民工回流或返乡的重要“拉力”。但家庭因素影响力的上
升实际上是与农民工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联的，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不断对自己进行定位

（袁松等，２００９：１０），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家庭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考虑到本
文的理论指向在于分析两代农民工在同样经济社会变迁结果下行动选择的异同性，因此，在自变量

选择上没有考虑农民工的家庭结构因素。但是，虽然从逻辑上说老一代农民工在发展取向的选择

上更可能受到家庭结构因素（比如是否为长子、父母状态等）的影响，但近年来整个社会家庭价值观

念、孝道观念的变化或多或少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也有所体现，或许家庭结构因素对于新老农民工

发展取向的影响不再简单表现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中的角色任务、期待的不同那么简单，从上述方

面来说这是本研究的一项缺陷，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资料加以分析。

３．分析方法
根据农民工发展取向分为“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发展”和“留城发展”三种，以“返乡务农”为参

照组，利用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发展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为检验代际变量对发展取向的影
响，先将所有样本纳入模型分析，后通过分别建立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分析模型，比较两代农

民工发展取向影响因素的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民工养老保

险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研究”课题组于２００９年３月对长三角地区五市（县）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
调查。这次调查抽取的江阴、无锡和昆山市属于长三角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农民工来自全国各

地；溧水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农民工主要来自其周边县市；阜宁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

区，农民工主要来自当地，以上农民工来源地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具体抽样过程根据当地

工商企业名录进行系统抽样，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全部回收，问卷中符合本研究要求的问卷为４７８份。
表１给出了模型中自变量的描述性信息，通过对比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重明显高

于老一代，文化程度也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工作流动程度和收入现状低于老一代

农民工，务工地的社会保障水平也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另外，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挣钱生存仍然是

他们外出的首要动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国有和三资企业就业。以上信息虽然与对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特征的一般性判断不一致，但与相当一部分实证研究结果相符合（王宗萍、段成荣，

２０１０：４０－５４；杨菊华，２０１０：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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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自变量描述性信息

自变量
全样本 新生代 老一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个
人
因
素

性别
女性

男性

５８．１％
４１．９％

６２．２％
３７．８％

５４．２％
４５．８％

文化程度 ３．１５ ．６２４ ３．１６ ．５２７ ３．１３ ．７１４

户籍现状

未迁移

迁移到现工作地

迁移到别处

８５．９％
８．１％
６．０％

８６．５％
６．６％
６．９％

８５．５％
９．４％
５．１％

收入现状 ２．８４ ．８４９ ２．６４ ．７６０ ３．０７ ．８８４
外
出
动
机

生存型

外出

不是

是

４６．６％
５３．４％

３９．６％
６０．４％

５４．２％
４５．８％

发展型

外出

不是

是

６５．５％
３４．５％

５６．９％
４３．１％

７５％
２５％

社
会
保
障

参加养

老保险

是

否

４０．６％
５９．４％

２９．５％
７０．５％

５２．６％
４７．４％

参加新

农保

是

否

１６．４％
８３．６％

２０．３％
７９．７％

１２．１％
８７．９％

工

作

状

况

务工时间 １．９５ ．９０１ １．５６ ．７６５ ２．３８ ．８４７

务工单

位性质

国有企业

私营或民营企业

三资企业

个体户

２．５％
６７．５％
２５．９％
４．１％

４．０％
５５．７％
３７．９％
２．４％

０．９％
８０．３％
１２．７％
６．１％

换单位次数 ２．５４ １．２７９ ２．３６ １．１９４ ２．７５ １．３４５
换城市次数 ２．０６ １．０２５ ２．０２ １．０２７ ２．１０ １．０２６

四、数据结果分析

（一）新老代际农民工发展取向描述

表２给出了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分布情况。其中，在留城发展取向上，新老两代农民工的选
择比例接近，都靠近３０％，这说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和发展的判断还需要更
多的实证数据进行证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在返乡意愿上基本一致，都保持在７０％。他们之间
的显著差异表现在回流后的职业选择上，６３．５％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非农就业，高出老一代农民工
１３个百分点；相应的，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务农的比重要高出新生代１２个百分点，这说明由于缺
少务农经历和经验，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回流也很少会从事农业生产。Ｐｅｒｓｏｎ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两
代农民工在发展取向选择上具有显著差异，是哪些因素造成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需

要在多变量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检验。

表２ 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描述（％）

发展取向 新生代 老一代 所有样本

返乡务农 ７．９ １９．８ １３．８
返乡非农发展 ６３．５ ５０．５ ５７
留城发展 ２８．６ ２９．７ ２９．１
样本数（个） ２０３ ２０２ ４０５

同时，考虑到变量模型设计的局限性，我们通过多选题直接测量农民工返乡发展的原因，结果

发现：对于老一代来说，排在前三位的返乡原因分别是“靠打工的钱很难买房定居”（２４．３％）、“城市
生活成本太高”（２２．８％）、“需要照顾家庭”（２１．７％）；而在新生代那里，位列前三位的返乡原因则是
“城市生活成本高”（１９．６％）、“靠打工的钱很难买房定居”（１８．９％）、“城市对农民工的政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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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这说明高房价已经成为农民工返乡发展的重要“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房价的“推
力”作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得不如在老一代身上那么明显。对于新生代来说，“留城发展”并

不必然等同于“买房”，能在城市留下来是他们的首要逻辑（这从“城市生活成本高”选项位居新生代

返乡原因首位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城市发展取向更加具有流动性。当然，这一判断还需要通过回

归模型得到更多的数据证明。

（二）发展取向的多项Ｌｏｇｉｔ模型结果
表３提供了农民工发展取向影响因素分析的全样本模型、新生代模型和老一代模型的回归结

果。在全样本模型中，返乡非农发展与返乡务农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非农发展的可能性是

老一代的５．７倍；留城发展与返乡务农相比，新生代选择留城发展的可能性是老一代的８．１倍。说
明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有着更为强烈的非农职业转变愿望。

从新生代模型中可以看到，女性相比于男性留城发展取向显著提高，前者几乎是后者的２２倍；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高中学历的新生代较之小学及以下者在留城发展和返乡务农发展选择上更倾

向于返乡务农，这说明初始人力资本（学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职业转变的正向影响力很小，也

支持了关于回流农民工容易回到传统经济结构中的结论（白南生、何宇鹏，２００２：７６），同时学历对打
算返乡的新生代的职业选择没有明显影响；户籍现状和收入水平对新生代非农发展的选择没有显

著影响；外出动机方面，是否发展型外出显著影响着新生代返乡后的职业选择；没有参加社会养老

保险的新生代更倾向于返乡务农，这说明没有养老保险的就业大多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类似的低

层次就业既不能积累人力资本也不能累积财富，同时缺乏养老方面的未来预期，导致这部分农民工

既不能留在城市也无法返乡后实现职业转变；工作状况的四个变量都对新生代的非农发展影响不

显著，其中，“外出务工时间”上影响不显著，可能是新生代的外出务工时间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减

少了群内差异性所致，务工单位性质没有影响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制度环境。

老一代农民工模型显示：个人因素当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其中收入

水平无影响与已有关于留城意愿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老一代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有所隐

瞒有关。户籍未迁移的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务农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外出动机对老一代发展取向有

显著作用，不是因缺钱而外出的老一代与缺钱而外出的相比，前者返乡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是后者的

４．２倍，在返乡务农和留城发展两个选择上，前者留城发展的可能性是后者的６倍；是否以“出去见
见世面”为动机对老一代返乡后的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对老一代非农化取向没有显著

影响。在工作状态变量当中，外出务工时间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有正向作用，而在返乡职业

选择上，与外出３年以下相比，外出３至５年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务农，这可能与这部分
农民工处于外出务工的磨合期有关，他们一方面已经过了刚刚外出时对城市生活的新鲜期，另一方

面又没有完全适应城市打工生活，反而更为怀念务工前的生活状态。反映就业流动性的两个变量

对老一代发展取向的影响表现在留城发展上，对于其返乡后的职业选择没有显著作用，其中，换单

位次数５次及以上的农民工与１次及以下换单位者相比，前者留城发展的可能性是后者的 １５．４５
倍，换城市次数２次者与１次及以下者相比，留城发展意愿显著降低了。

比较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发展取向影响因素，可以发现两代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著差

异：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有显著影响，而对老一代没有影响，这反映出两代农民工不同

婚姻状况的结果。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大多未婚且有兄弟姐妹，担负的家庭责任很小，因此倾向留城

发展；而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大多是结婚生子后外出务工的，担负与男性同样的家庭责任，因而其发

展取向与男性没有显著区别。户籍迁移对老一代的非农发展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则不然，这说明

老一代外出工作、生活经验更丰富，更能够体会到户籍等制度性要素的作用，或者说更为“顺从”这

种制度安排，而新生代一方面由于所处生命历程不同还没有认识到户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更

想摆脱这一强加在身上的制度性安排。外出动机对老一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影响比对新生代更为

充分，可以看出由于家庭责任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后与乡村的联系更为紧密，初始外出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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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多项Ｌｏｇｉｔ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新生代模型Ｅｘｐ（Ｂ） 老一代模型Ｅｘｐ（Ｂ） 全样本模型Ｅｘｐ（Ｂ）
返乡非

农发展
留城发展

返乡非

农发展
留城发展

返乡非

农发展
留城发展

农民工代际（老一代）

新生代 — — — — ５．７０４ ８．１４９

个

人

因

素

性别（男性）

女性 ４．０９６ ２１．５５０ ．３９３ １．３７８ １．０２９ ２．４０５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高中以上

８７．２６６
２４７．５０８
１８９．０５６

２．００４Ｅ－１３
５．８１３Ｅ－６
５．６９５Ｅ－５

１．６６６
４．９１３
．９７８

８９１６５６
３０８７７７６
１９７５６９３

１．５５７
３．７３２
６．５６９

．２７７
．８８２
６．１９１

户籍现状（迁移到别处）

未迁移

迁移到现工作地

２．４５３
６７０２１３．４０

．０６８
１０６１５７０．７

．１２３！
１．７０４

．０１８
１．３２１Ｅ－６

．５５４
．７４８

．０８０
１．０３２

收入现状（８００元及以下）
８０１—１２００元
１２０１—１６００元
１６０１—２０００元
２０００元以上

１．３３９Ｅ－５
３．８２０Ｅ－６
４．５７８
２．４７５

４．０７２Ｅ－６
９．９４７Ｅ－７
７．５８２

２．１９６Ｅ－５

２３９４１８５
６３１０００２
２２０００５９
２．２８６Ｅ１２

．１２７
．２４５
．７１１
２４４９８９

．７１９
．９９３
１．０８３

１．５６２Ｅ８

．３１４
．３０１
２．３３８
７．３０３Ｅ７

外
出
动
机

生存型外出（是）

不是 １．０２０ ３．１８９ ４．１６６！ ６．０２８ ３．２７０ ７．１２６
发展型外出（是）

不是 ．０３０ ．１３７ ０．０８７ ．１９３ ０．０８６ ．１７８

社
会
保
障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是）

否 ．１１０！ ．０２２ ７．３２９ ５．４４３ １．０８２ ．４９７
参加新农保（是）

否 ．８８８ １．４２９ ８．４６７ ２．１３３ １．３８０ １．０２０

工
作
状
况

务工时间（３年以下）
３至５年
５年以上

１３７．２５３
２．３０６

２５１．５
１．０４３

．６００！
．９９２

３．１１９

１．４９７
４．１６７！
１．７２４

１０．４１５
２．０７９

务工单位性质（个体户）

国有企业

私营或民营企业

三资企业

８．６１３Ｅ－８
３．７８９Ｅ－６
２．６００Ｅ－７

３．７０１Ｅ－７
３．０４２Ｅ－７３
．０５３Ｅ－９

７１４２７４７
．６２３
．１８７

２．１９１Ｅ７
１．１８０
．２６１

．０９３
１．６１０
．３７８

．６８８
１．０７６
．１０７！

换单位次数（１次及以下）
２次
３次
４次
５次及以上

．１６９
２．５１６
．６４９
．０２６

．２５７
２．７６９
．４６３
３．３６０

２．６４０
２．１０２
２．２５３
１．３２６

４．５３７
４．７０９
９．３９９
１５．４５２！

１．５９７
３．５０５
１．５９２
２．１４３

２．３６３
５．４２１！
３．３３３
１８．８２２

换城市次数（１次及以下）
２次
３次
４次
５次及以上

．６０６
．１２１

１０７１１８０．８
．０５７

．４７６
．１８９

３０６２６５０．６
．００８

．７５４
４．０１５
２３６４３５
．１１６

．１７５！
．１８０
．０２３

６．２１６Ｅ－９

．４０４
．５７０

２．４２２Ｅ

．０７３

．１５９

．１０４
１．４０５Ｅ７
．００２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８０
１４７．５４１

．６０６
１８５．４３０

．４４４
４０９．７００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影响更为深刻，而对于新生代来说外出后可能与乡村的联系较少，受到城市的影响更大，初始外出

动机容易发生变化，对其发展取向的影响自然也就下降了。社会保障对新生代的发展取向具有积

极作用，但对老一代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两代农民工面临的不同制度环境，近年来政策层面强调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覆盖使得新生代更加认识到社会保障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务工时间对老

一代农民工的发展取向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则没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代人不同的生活

世界，对于老一代来说城乡是两种不同的生活世界，因此务工时间的长短会对其行为、观念产生重

要影响进而形成不同的发展取向；对于新生代来说，大众媒介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使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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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世界的了解提前了，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当中，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务工

时间对其行为、观念的影响。工作流动性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则不

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新生代对其面临的漂泊状态的适应性要强于老一代，反而对其发展取向

没有显著影响；另外也反映出两代农民工对留城发展的不同态度，对于老一代来说留城定居是留城

发展的主流，而对于新生代来说“留城漂泊”也是留城发展的一种方式，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文关于

“新生代城市发展取向更加具有流动性”的判断。

五、结论与讨论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发展取向等诸多方面并不优于老一代，新生代并非是更有希望、更“精英

化”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决策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主要是基于以

下判断，“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间的差异是全方位的，具体表现在其受教育水平更高，就业

更为自主并更有发展空间，收入更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和能力更强，但吃苦耐劳程度低”（朱宇，

２０１０：５４）。但事实并非如此。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和老一代在留城发展取向的选择上高度接近，
前者甚至还略低于后者，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城市融入性。这一结果的背后反映了在群体性特征

方面并不存在有利于新生代的趋势，特别是在证明新生代更有希望、更“精英化”的文化程度、收入

水平、外出动机三个指标上，文化程度和外出动机只是略好于老一代，这种差异只不过是出生在不

同时期两代人之间正常的代际差别，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在收入水平上老一代则明显高于新生代。

另外，在反映工作状态的务工时间、社会保障享有和工作稳定性上，老一代也明显优于新生代，如果

加上收入水平，可以认定在就业层面上新生代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常态的结论，

因为他们在就业层面上的现状也是所有８０后新生代人群的共同特征。受教育程度的微弱提升并
不足以抵消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工作经验、专业技能和社会经验方面的局限，外出动机这一主观面向

上的变化更不能改变新生代在城市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因此，无论是现实群

体特征还是未来发展取向上，新生代农民工都没有出现本质性的进步。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发展取向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生活经验的差异所致。对于

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和老一代在回乡发展取向上的选择上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年龄优势和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他们在城乡发展取向上的选择是动态的，或者说，现在和老一代相似比重

的回乡发展取向选择，反映的是新生代对现有制度、就业和生活环境形成的现实困境权宜的妥协。

这从他们对返乡后非农职业选择取向明显高于老一代以及决定他们选择返乡非农发展的影响因素

当中可以看到，就前者而言，这是两代人在发展取向上最显著的区别；就后者而言，返乡后的非农发

展似乎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一种没有理由的“自然选择”，仅仅只有非发展型外出和没有养老保险的

新生代更倾向于返乡务农，而对于老一代来说，返乡后的非农发展更多则是一种经济和社会资本积

累后的理性选择，其中务工经验丰富（务工时间更长、经历的工作岗位更多）的老一代更倾向于非农

职业。因此，可以认为新生代高比例的回乡非农发展选择实际上是对留城发展一种退而求其次的

选择，而对于老一代来说则是现实工作、生活经历后的理性选择。另外，两代农民工在留城发展“共

识”比例背后的影响因素中包含着不同的生活逻辑，新生代的留城发展是基于个体自身（性别和受

教育程度）和未来保障程度（是否享有养老保险）的判断，他们坚持的是“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的生

活逻辑。老一代的留城发展是建立在生活体验（户籍和外出动机）和工作经历（务工时间、换单位次

数、换城市次数）基础之上的，“我为什么能留下来”是其生活逻辑。

再次，经济社会变迁的作用表现在两代农民工上有两个层次，造成了新生代“精英化”的表象以

及更高比例的非农发展取向。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兴媒介的大众化是新生代走向城市务工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两者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得以集中表现，前者使得他们微薄的收入

也能够在穿着打扮和在一些生活方式方面和城里人保持一致，后者则让新生代无需太高的文化水

平就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各类信息，让他们接触到最新的观念、信息和知识。注重消费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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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生活方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颠覆了公众对农民工刻板印象的同时，又给新生代农民工贴上了“精

英化”和“更有希望”的标签；消费主义和网络传媒主导下的朴素公民意识又使得他们城市导向的发

展取向不再建立在个人实际能力之上，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只不过其中的留城发展表现

为显性而返乡非农发展表现为隐性而已。同时，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普通人提供了积累财富的更多

机会，身份和制度的淡化以及个人追求经济成功社会氛围的强化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这些都

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希望通过工作脚踏实地在

城市留下来的努力，而不是城市消费生活诱导下的“迷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为强烈的面向城市的非农发展取

向。但这并非他们群体要素和生态发生了真正意义的“新”变化，只是他们所处的“新”时代、“新”年

龄、“新”的务农经历、“新”的家庭负担共同作用下的对城市生活“迷恋”的结果。当面临外部重大事

件冲击时（比如金融危机），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乡村生活当中，重复老一代农民工的人生轨迹，也

许他们的这个过程会更漫长，而盲目地滞留城市还会给社会整体的稳定运行带来考验。因此，针对

他们的政策制定，关键在于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也包括退而求其次的返乡非

农发展取向）的“新”特征积极引导到“新”能力的建设上来，新生代的“新”能力建设不但要包括户

籍、福利等制度层面的配套改革，更要注重学历再教育、职业技能、就业培训等内在能力的建设。只

有将“新”取向与“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的城乡统筹和社会和谐发展，否则新

生代农民工不但不会成为社会进步的“新”推力，反而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麻烦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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